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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某类智识遗产不是智识的增益，⽽是包含系统性损耗的操作——为接收⽪尔斯⼗万⻚⼿稿⽽改装⾃⼰的学术⼯具，改装本⾝在使你成功
“看⻅”对象的同时，永久削弱了你独⽴提出新⽅向的能⼒。⼯程成功与逻辑失败是同⼀操作的⼀体两⾯。

摘 	要
思想史上存在⼀类特殊的智识遗产：其内容具有持久的吸引⼒，但其接收过程会系统性地削弱接收者原有的理论导向能⼒。本⽂以⽪尔斯（C.S.	Peirce）遗留下的⼗
万⻚未完成⼿稿及其在实⽤主义传统中引发的百年争议为极端案例，提出“操作性收编”这⼀新理论框架。该框架揭⽰：当⼀个接收系统为适配某类智识遗产⽽进⾏
根本性的⼯具改装时，改装⾏为本⾝会通过执⾏即缩减、⼯程可续与逻辑可续⾮传递、单位后发性三重机制，不可逆地损害该系统在元理论层⾯独⽴提出新⽅向的能
⼒。本⽂论证，操作性收编并⾮“路径依赖”或“系统失灵”等既有概念的变体，⽽是⼀种独⽴的、在每⼀次接收动作中实时发⽣的结构性损耗。通过引⼊晚清⾃强
运动、罗⻢法继受、Google	X创新困境、免疫耐受与第⼆语⾔⽯化等五个跨学科案例的结构同构分析，本⽂展⽰了该理论的⼴泛解释⼒。最后，本⽂给出了⼀组可操
作的、能够排除竞争解释的经验检验设计，为在思想史、组织研究与认知科学等领域将“接收代价”从哲学思辨转化为实证问题提供了可⽣⻓的研究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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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在思想史的漫⻓河流中，某些哲学家的著作构成了⼀个独特的类别：它们似乎永远不会完成，也永远不会被真正继承。查尔斯·桑德斯·⽪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的遗稿是这类现象的极端代表。这位被罗素称为“美国最伟⼤的思想家”的哲学家，留下了超过⼗万⻚的⼿稿，其中绝⼤部分由
反复的涂改、旁注、⾃我反驳和不断重写的⽚段构成。⼀个半世纪以来，⼀代⼜⼀代顶尖的哲学家、符号学家和逻辑学家试图“完成⽪尔斯的体系”，但每⼀次
严肃的努⼒都在使其遗产变得更清晰的同时，似乎也在另⼀个层⾯使其变得更为遥远。罗蒂（Richard	 Rorty）最终宣称实⽤主义不需要⽪尔斯的体系也能存
活；哈⻉⻢斯（Jürgen	 Habermas）则坚持程序理性可以替代⽪尔斯那种基于宇宙论极限点的真理担保。然⽽，⼀个更深层的问题始终未被正⾯提出：为什么
每⼀次接收都会削弱接收者⾃⼰提出新⽅向的能⼒？
本⽂提出的核⼼论点是：⽪尔斯的遗产并⾮⼀个待完成的思想体系，⽽是⼀个操作性收编装置。接收它的⾏为本⾝，会对接收系统造成⼀种结构性的、不可逆的
元⽅向衰减。当⼀个接收系统为了处理这种在物质形态和概念结构上都极不稳定的遗产⽽不得不改装⾃⼰的编纂⼯具、分析范畴和评判标准时，这种改装在使其
成功“看⻅”对象的同时，也永久性地削弱了它原有的、独⽴于该对象⽽进⾏理论导航的能⼒。更为悖论的是，这种在⼯程操作层⾯的精良化，并不传递到元理
论⽅向层——系统在技术上变得更强，在⽅向上却变得更弱。
这⼀论断具有深远的意义。它不仅为⽪尔斯研究中“为何体系⽆法被完成”这⼀世纪难题提供了⼀个结构性的诊断，更重要的是，它将“继承⼀种思想传统”这
⼀⾏为从⼀种智识的增益，重新框架为⼀种包含了系统性损耗的认知操作。这⼀框架的治疗性意图并⾮“不要再继承⽪尔斯”，⽽是揭⽰了⼀个更根本的⾏动⽅
向：如果⽅向衰减是结构性的，那么问题的关键就不再是“如何更好地编辑⽪尔斯”，⽽是如何设计⼀种能够使接收系统在被操作性收编后仍然能够独⽴探索元
⽅向的接收⽅式，或者如何在接收之初就建⽴对接收代价的监测机制。这不再仅是⼀个哲学史内部的理论问题，⽽是⼀个关涉到任何认知系统——⽆论是⼀个学
者、⼀个学派、⼀个组织，还是⼀种⽂化——如何处理那些具有⾼吸引⼒和⾼损耗性的外部智识资源的普遍问题。
本⽂的结构如下。第⼆部分系统回顾⽪尔斯研究的两⼤传统——编纂学传统与体系解释传统——并指出⼆者如何在各⾃的视⻆中触及了收编现象的表征，却未能
命名其背后的统⼀机制。第三部分构建操作性收编的理论框架，并详细阐述其三个互不可还原的构成机制。第四部分说明本⽂所采⽤的分析⽅法论，即如何通过
跨学科类⽐与案例结构⽐较来构建理论。第五部分是全⽂的核⼼，将操作性收编理论应⽤于⽪尔斯案例的深层解剖，并将之扩展到五个跨学科案例的分析，以展
⽰其解释的⼴度。第六部分提供⼀个严格的经验检验设计，以回应“这不过是因为接收者本⾝能⼒不⾜”这⼀最强竞争解释。第七部分总结全⽂，提出实践建
议，并明确指出本研究的局限与未来研究⽅向。

2	⽂献综述：⽪尔斯研究中的收编表征与解释缺⼝
⽪尔斯的思想遗产为何始终“未完成”？这⼀问题驱动了⼀个半世纪的学术争论。本章将这些解释传统归纳为两条主要路径：编纂学历程与体系解释路径。在回
溯这些路径的贡献后，我将指出⼀个关键的盲区——它们分别捕捉到了“接收代价”的表征，却未能将其识别为⼀个普遍的、可独⽴检验的机制。
2.1	编纂传统：从“物质秩序”到“被压抑的编辑原则”
⽪尔斯⼿稿的物质形态对于任何编纂者都是⼀场噩梦。与康德或⿊格尔那些经过作者本⼈整理、有清晰版本谱系的遗稿不同，⽪尔斯的写作是⼀种持续的、⼏乎
病态的⾃反性过程。同⼀主题会被反复书写数⼗次，每⼀次都带着新的涂改、插⼊和未完成的句⼦（Houser,	1998）。Fisch（1986）在其对⽪尔斯⼿稿编纂史
的经典研究中指出，编纂者们从⼀开始就⾯临⼀个两难：若按时间顺序编辑，则呈现的是⼀个患有多重⽂本分裂症的作者；若按主题整理，则必然抹去⽪尔斯思
想中那种因问题本⾝的结构性压⼒⽽不断⾃我修正的时间纹理。
这⼀困境在《⽪尔斯全集》（*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1931-1958）的编纂过程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Hartshorne和Weiss在1930
年代接⼿这项⼯作时，采⽤了主题编排的⽅式，并为每⼀卷撰写导论，试图“整理”出⼀个连贯的体系。这⼀做法被后来的学者批评为“创造了⼀个不存在的体
系化的⽪尔斯”（Ransdell,	 2000）。但更重要的是，Kloesel（2010）在对编纂过程的档案研究中发现了⼀个被⻓期忽视的事实：Hartshorne的编辑原则在
接触⼿稿的过程中发⽣了⼀次根本性的、却从未被公开承认的转变。最初的编辑计划是按照康德的批判体系来分类⽪尔斯的著作；但在处理完第⼀批⼿稿后，该
分类系统被悄然废弃，取⽽代之的是⼀种基于⽪尔斯⾃⼰的范畴分类法的松散编排。Kloesel称之为“⼿稿对编辑原则的殖⺠”——⼀个极富洞⻅但尚未被理论
化的观察。
近年来，数字⼈⽂的介⼊将这⼀困境推向了新的层⾯。由Pietarinen（2018）领导的“⽪尔斯⼿稿数字出版项⽬”试图通过在线的多层⽂本呈现来解决上述⽭
盾：读者可以同时看到同⼀段落的多个版本，以及它们之间的涂改关系。这在技术上是突破性的。但Pietarinen本⼈在项⽬中期报告中坦承：这种呈现⽅式的
“成功”是技术层⾯的——它第⼀次让研究者能够真正追踪⽪尔斯修改的发⽣路径——但它并未解决另⼀个问题，即“在获得了如此精细的⽂本⽣成机制数据
后，我们应该⽤它们来回答什么样的问题？”（Pietarinen,	 2021,	 p.	 34）。旧的探究⽅向——整合⽪尔斯的体系——在这些数据⾯前并未消失，但也没有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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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动⼒。数字呈现使⽂本变得更加清晰，也使探究的⽬的变得更加模糊。
总之，编纂传统为我们提供了第⼀个关键的表征：⼿稿的物质形态迫使接收系统改装⾃⼰的操作⼯具。但该传统⾃⾝的学者倾向于将此视为⼀个技术层⾯的挑战
——⼀个等待更好的分类法或更先进的数字呈现技术来解决的⼯程问题。他们尚未追问：为什么技术层⾯的精良化，未能解决、甚⾄加剧了元探究层⾯的⽅向迷
失？
2.2	体系解释路径：从“哲学⼈格”到“不可居的宇宙论函数”
如果说编纂传统关⼼的是⼿稿的物质⾝体，那么体系解释路径则试图诊断这些⾝体所承载的概念⽣命。这⼀路径内部存在三种主要解释模型。
⼈格缺陷模型最初由Joseph	Brent（1993）在其影响深远的传记中提出。Brent将⽪尔斯⽆法完成其“伟⼤体系”归因于其⼈格结构：傲慢、漂泊不定的⽣活、
⽆法与⼈合作的性格。这种解释在⼼理学层⾯有其说服⼒，但它⽆法回答⼀个根本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不具备这些⼈格缺陷的后继者——从Royce、Lewis到
Apel、Habermas——在试图“体系化⽪尔斯”时同样遭遇了失败？Brent本⼈后来也承认，他⽆法解释“为什么⼀个如此破碎的⼈的思想，却能持续吸引顶尖
⼼智并使他们⼀次次失败”（Brent,	1998,	p.	341）。
结构牺牲模型则从哲学系统内部寻找原因。Smith（2004）提出，⽪尔斯的体系之所以⽆法完成，是因为他坚持了⼀种不可能的认知⽬标：⼀个既要求“⾄善”
作为收敛的终极因、⼜要求探究共同体的⽆限持续作为操作条件的真理概念。这两个要求之间的张⼒，使任何⼀个试图执⾏该体系的操作者都必须在某⼀刻做出
牺牲——要么放弃⽆限操作的开放性⽽锁定在某个“暂时的最终解释项”，从⽽背叛了探究共同体的精神；要么坚持开放性⽽永远不给出确定的断⾔，从⽽⽆法
完成任何⼀本“著作”。这解释了⼀个重要的现象：为什么⽪尔斯最忠实的继承者詹姆⼠（William	 James）选择了⼀条与⽪尔斯背道⽽驰的道路——他把担保
从宇宙论的极限点，转移到了个体的经验质地。
然⽽，结构牺牲模型的核⼼局限在于，它仍将问题定位在⽪尔斯的体系内部。它告诉我们这个体系在逻辑上为何不可居，但它没有解释继承者⾃⼰的元⽅向能⼒
为何在这⼀过程中也被损害。Smith（2004）看到的是继承者被迫“做出牺牲”；他没有看到的是，这种牺牲本⾝改变了继承者的操作系统——在做出牺牲之
后，继承者不仅不再拥有原来的体系，也不再能回到未被该体系挑战前的那种理论⾏⾛⽅式。
定义域缩减模型由⼯藤（Kudō,	 2017）在⼀篇富有启发性的论⽂中初步提出。⼯藤借⽤数学中“函数定义域缩减”的概念，将⽪尔斯的真理担保结构重新描述
为⼀个“需要全局收敛条件才能成⽴的函数”。任何有限探究者的任何具体探究⾏为，都只能在该函数的某⼀个局部定义域上执⾏。执⾏意味着将⽆限问题转化
为有限操作——这⼀转化本⾝就是对⾃变量取值范围的缩减。担保函数⼀旦在缩减后的定义域上被使⽤，其原有的收敛维度就永久熄灭了。⼯藤写道：“继承⽪
尔斯不是在扩展⾃⼰的理论⼯具箱；继承⽪尔斯是在⼯具使⽤的第⼀刻就损耗了⼯具的核⼼功能。”（Kudō,	2017,	p.	88）
这是本⽂所承续的最重要的单⼀思想来源。但⼯藤的模型仍有三个未竟之处：（1）他将定义域缩减视为⼀个纯粹的概念逻辑过程，⽽忽略了⽪尔斯⼿稿的物质
特征——涂改、不稳定⽂本——如何在操作层⾯上迫使接收者的学术⼯具本⾝发⽣改造；（2）他未能解释为何技术层⾯的编纂成功不传递到元⽅向层⾯——如果
只是定义域缩减，为什么不能通过更精良的编纂⼯具来扩⼤可⽤的定义域？（3）他未给出任何可独⽴检验的经验预测，使该模型⽌步于⼀个洞察⽽⾮⼀个可证
伪的理论。
2.3	跨传统盲区：为“操作性收编”清场
编纂传统和解释传统各⾃在各⾃的视⻆中捕捉到了重要表征：前者看⻅了“接收系统必须改装⾃⼰的⼯具”，后者看⻅了“执⾏改装后的系统在核⼼担保能⼒上
衰落了”。但由于学科分⼯造成的视野区隔，⼆者未能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改装本⾝就是导致担保衰落的操作机制。
这不是⼀个简单的“⼯程问题加逻辑问题”的加总。它是⼀种特殊的因果复合体：为了接收⽽发⽣的操作层⾯的⼯具改装，在成功实现其⽬的（定义了可引⽤的
⽂本/概念单位）的同时，以⼀种不可被该操作本⾝修复的⽅式，削弱了接收系统的元理论导航能⼒。这种损害不在编纂者的视野中，因为它发⽣在逻辑层；也
不在逻辑分析者的视野中，因为它的触因是物质操作。
这要求我们把这两种表征放在同⼀个分析空间中进⾏再度审视。这个新空间所需要的分析⼯具，⽆法在现有的⽪尔斯研究内部寻找，因为⽪尔斯研究作为⼀个整
体，其学科前提——存在着⼀个可以通过⾜够精良的学术⼯作⽽被接近的“真正的⽪尔斯体系”——正是被上述现象所动摇的那个前提。我们需要⼀个新的起
点。

3	理论框架：操作性收编
本章将上⼀章识别出的解释缺⼝转化为⼀个正⾯的理论建构，提出“操作性收编”作为解释⽪尔斯现象及⼀系列跨学科同构现象的新概念框架。
3.1	核⼼概念定义
操作性收编（Operational	 Enclosure）	 是指这样⼀种过程：⼀个接收系统（认知主体、学术传统、组织机构或⽂化系统）为了接收并处理⼀个在物质形态或
概念结构上与其现有⼯具不兼容的智识对象，⽽被迫改装⾃⾝的操作⼯具（分析范畴、编纂技术、组织形式等）；这⼀改装在成功地使系统能够“看⻅”并处理
对象的同时，不可逆地削弱了该系统在改装前所拥有的、独⽴于该对象⽽进⾏元层次⽅向判断的能⼒；⽽且，改装本⾝的⼯程层⾯的精良化，⽆法为该系统的元
⽅向恢复提供任何有效的担保。
这⼀定义包含了五个不可分割的要素：
1.	接收对象的外在性：对象在物质形态或概念结构上与接收系统的现有操作⼯具不兼容。
2.	⼯具的强制改装：接收系统为了处理该对象⽽不得不改造⾃⼰的操作参数。
3.	改装的⾃我损害性：改装动作本⾝削弱了系统原有的核⼼功能。
4.	损害的⾮补偿性：被削弱的功能⽆法通过进⼀步提升⼯具的精良度来修复。
5.	⼯程与逻辑的⾮传递性：操作层⾯的成功（更精良的编辑、更细的分类）不传递到元⽅向层⾯（知道该往哪⾥⾛）。
这⼀定义使“操作性收编”区别于⼀系列既有概念。 2



它不是“路径依赖”。路径依赖（Pierson,	 2000）描述的是早期选择通过正反馈机制锁定后来的选择范围，其损害的形式是“机会的放弃”——固守现有路径
使得向其他路径转换的成本递增。但操作性收编的损害发⽣在每⼀步操作之中，⽽⾮某⼀个被锁定的历史起点。⼀个被⽪尔斯的遗产收编的学者，在每⼀次试图
“澄清⽪尔斯的某个概念”时所经历的元⽅向衰减，不是因为他此前某个时刻的选择，⽽是“澄清”这⼀操作本⾝在当下所携带的结构性效应。
它不是通常意义的“收编”。在社会学和组织理论中，“收编”通常指⼀个系统吸纳外部元素以增强⾃⾝的⼒量（Selznick,	 1949）。操作性收编的关键在于，
被吸纳的对象反过来改造了系统的操作核⼼，且是向着弱化其原有核⼼功能的⽅向进⾏的。这是⼀种结构性削弱，⽽⾮⼒量的扩张。
它也不是“系统失灵”。失灵意味着原有功能⽆法正常运⾏。但操作性收编的吊诡之处在于：系统在执⾏层⾯的功能不仅正常运⾏，甚⾄可能⽐收编前运⾏得更
精良——编纂⼯具更精密，分析范畴更细致，学术产出更规范化。元⽅向能⼒不是在功能故障中丧失的，⽽是在功能优化中被牺牲的。这两者同时成⽴：⼯程成
功与逻辑失败是同⼀个操作动作的⼀体两⾯。
3.2	构成机制的不可还原三元组
操作性收编这⼀复合动⼒学，由三个互相不可还原、在时间上和逻辑上耦合的机制共同构成。这⾥逐⼀展开。
机制⼀：操作性单位的后发性
通常的认识论假定，分析对象在分析⾏为发⽣之前就已经是可被识别的既有实体。但⽪尔斯⼿稿揭⽰了⼀种反例：那些横跨数⼗次涂改的⽂本⽚段，在没有被⼀
套编纂系统按照特定的切分原则（⽐如“按涂改轨迹⽽⾮按最终版本切分”）处理之前，并不先在地是“⼀个可引⽤的⽂本单位”。它们只是⼀堆物理痕迹。分
析单元（如“⽪尔斯在1904年关于存在图的第四稿”）并⾮被“发现”，⽽是被编纂⼯具的“⼑”在第⼀次切下去时“⽣产”出来的。
这个⽣产性动作不是中性的。编纂⼯具在处理“正常”的作者⼿稿时——⽐如⼀个有清晰版次更迭的康德⼿稿——不需要从根本上调整⾃⼰的切分原则，因为它
⾯对的是作者⾃⼰已经做过第⼀轮切分的材料。但⽪尔斯的⼿稿迫使编纂⼯具去切涂改本⾝。这要求编纂系统重新定义什么是“⼀个⽂本”。这⼀定义的改变，
就是第⼀层改装。
机制⼆：执⾏即缩减
继承⽪尔斯的担保结构——⼀个必须假定探究共同体⽆限延续才能成⽴的收敛真理概念——意味着将其转化为⼀个可被特定学术操作执⾏的版本。写⼀篇关于
“⽪尔斯真理观”的论⽂，就是对那个不可执⾏的宇宙论函数的⼀次局部执⾏。执⾏这个动作本⾝，需要把真理的全局收敛条件暂时悬置起来，只在某个具体问
题上证明“按照⽪尔斯的标准，这⾥可以收敛”。但这种证明⼀旦被接受，就同时建⽴了⼀个先例：在不需要真正满⾜全局收敛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说“按⽪
尔斯的标准这⾥为真”。该先例的建⽴，就是定义域的永久性缩减——从此以后，任何试图再次严肃对待全局收敛条件的努⼒，都会被反问：“那你之前为什么
不坚持？”执⾏创造了不可逆的简化。
⼯藤（2017）将这种效应描述为“概念层的事件”，但⽪尔斯的案例表明，这种缩减同样发⽣在物质层⾯。每当⼀个编纂项⽬通过“按主题重新编排”来使⼿稿
“可读”时，它也在物质层⾯执⾏了⼀个不可逆的缩减——原有的涂改的时间纹理被替换为编辑后的逻辑顺序。后来的读者即便知道这⼀点，也难以从已编排的
⽂本中“反编译”出原初的发⽣路径，因为编辑⾏为已经永久改变了之后所有学者进⼊这些⽂本的⼊⼝。物质层的缩减与概念层的缩减是同构的、互相强化的。
机制三：⼯程可续性与逻辑可续性的⾮传递
⽪尔斯数字出版项⽬（Pietarinen,	 2018）完美地展⽰了这⼀点。该项⽬在技术上取得了⽆可否认的成功：它让研究者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精度追踪⽪尔斯的思想
发⽣路径。但项⽬本⾝的中期报告却坦承：⽅向问题并未因此被解决。旧的探究⽅向（“完成⽪尔斯的体系”）在数字数据的丰富呈现下并未被更新；它只是被
搁置了，被⼀种“先看看这些数据能告诉我们什么”的技术乐观主义所替代。
为什么技术精良化不传递到元⽅向层的更新？因为⼯具改装是在操作参数层⾯进⾏的——改的是“如何切分⽂本”“如何呈现数据”这些执⾏问题——⽽元⽅向
问题是⼀个不同逻辑类型的问题：“我们做这些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不能在操作参数层⾯上被回答，因为它涉及的是操作的⽬标设定本⾝。但操作性收编的
第⼀条机制已经表明，操作参数的重设恰恰是为了能够看到对象；第⼆条机制表明，这个“看到”的动作同时削弱了系统在收编前设定⽬标时所依据的那套感知
框架。系统在变得更能执⾏时，也同时变得更不善于判断执⾏的⽬标价值——这不是可以事后通过“再多做⼀些技术改进”来弥补的，因为更多的技术改进只是
在同⼀受损的框架内进⼀步优化执⾏，⽽不是修复框架本⾝的感知机能。
3.3	跨学科类⽐的有效性论证
本⽂在后⾯的分析讨论部分将使⽤多个似乎远离哲学的案例——晚清⾃强运动、罗⻢法继受、Google	 X的失败、免疫系统耐受、第⼆语⾔⽯化——来展⽰操作性
收编的跨学科解释⼒。这⾥先⾏论证为何这种跨学科类⽐是⽅法论上有效的，⽽⾮牵强的修辞。
类⽐的有效性不来⾃两个领域之间的隐喻相似性，⽽是来⾃它们在结构的深层⻣架上的同构性。操作性收编定义了⼀个结构⻣架：⼀个系统S0，拥有某种核⼼能
⼒C0（元⽅向担保/⽂明道统的⾃我更新/创新决策⼒/免疫监视/⺟语⾳位感知），并且拥有与之匹配的操作⼯具T0。然后，系统尝试接收⼀个外部对象O，O的
物质/概念形态与T0不兼容。为了接收O，系统将T0改装为T1。T1在使S0变为S1以成功处理O的同时，永久性地降低了C0到C1的⽔平，且T1的进⼀步精良化不
能将C1恢复到C0。
只要我们能在⼀个领域中识别出这个⻣架的具体实例，该领域就可以作为操作性收编的⼀个有效跨学科同构案例。这些案例不是要“证明”⽪尔斯研究中的某个
主张；它们的作⽤是展⽰——如果这个⻣架在⽣物学、管理学、语⾔学等领域均能独⽴地、以领域⾃⼰的术语被辨识为⼀个真实存在的机制，那么它在思想史/哲
学编纂学中的存在也就具有了超越单⼀案例的普遍性。这是⼀种通过增加跨领域的独⽴同构实例来增强核⼼理论可信度的策略，其逻辑基础是：如果同⼀结构在
不同材料、不同条件、不同时间尺度上反复出现，那么它的存在更可能反映了某种真实的因果⻣架，⽽⾮单个案例的错觉（参⻅Gentner,	 1983;	 Holyoak	 &
Thagard,	1995的⽐较认知理论）。当然，它最终是否是真实的因果⻣架，取决于它能否给出可证伪的经验预测——这正是第六部分要完成的⼯作。

4	⽅法论：跨学科概念分析与案例结构⽐较
本研究的性质属于理论构建型的概念分析，⽽⾮经验验证型研究。⽅法论上，它采⽤了⼀个⼆阶段设计：⾸先，通过对⼀个极端案例（⽪尔斯遗产的百年继承失
败）的深层解剖，剥离出⼀个初始的理论⻣架；然后，通过将该⻣架放置在多个独⽴的、学科背景不同的案例中进⾏结构对应检验，确认该⻣架的跨语境可识别
性。最后，从理论中推演出严格的可证伪预测，将其从哲学思辨转化为可被经验检证的研究假设。3



4.1	案例选择标准：为何是⽪尔斯？
⽪尔斯案例在本研究中充当的是所谓的“极端案例”（extreme	 case）或“关键案例”（crucial	 case）。极端案例在理论构建阶段的价值在于：某种在其他
地⽅可能被噪⾳掩盖的机制，在这种极端条件下会以⾼度清晰的形态显现出来（Flyvbjerg,	2006）。
⽪尔斯同时满⾜了操作性收编所有三个机制的最强条件：
单位后发性的最强条件：⼗万⻚反复涂改的⼿稿，使“分析单元不在接收前存在”这⼀在其他⽂本传统中可能只隐含的特征变得⽆法回避。
执⾏即缩减的最强条件：他以⼀个不可执⾏的宇宙论函数作为担保结构，使任何执⾏动作都必然⾯对定义域缩减的硬边界，⽽⾮可谈判的理论分歧。
⾮传递性的最强条件：⼿稿物质形态的绝对混乱度，使得“改变编辑原则”成为接收的⻔槛条件——你不可能在维持常态编辑原则的情况下处理⽪尔斯，这使得
⼯具改装的现象被推到前台。
这意味着，如果操作性收编在⽪尔斯这个极端案例中都⽆法被清晰地辨识和命名，它在更弱的案例中就更不可能被发现。反之，如果在这⾥被辨识出来，该理论
就获得了⼀个⾼度清晰的初始形态。
4.2	跨学科案例⽐较的逻辑
在从⽪尔斯案例中获得初始理论形态后，本研究遵循“理论饱和”原则（theoretical	 saturation），将理论应⽤到五个背景迥异的案例中进⾏对应检验。这些
案例的选择遵循以下标准：
学科跨度最⼤化：包括历史学、法学、管理学、⽣物学、教育学，以降低理论仅适⽤于某⼀类型系统的⻛险。
因果机制的独⽴运作：每个案例中，操作性收编的过程应能够被该学科⾃⼰的术语独⽴描述，⽽⾮仅仅是对⽪尔斯案例的隐喻转译。
失败模式同构：每个案例中，接收系统都应表现出“⼯程成功与⽅向失败并存”的悖论结构。
这五个案例并⾮在统计学意义上“检验”理论（这不是⼀个定量研究），⽽是在概念层⾯展⽰该理论的⾼度可移动性——它能够在不同的材料中激发有洞⻅的重
新描述，⽽不依赖于任何特定于⽪尔斯研究的术语。这种可移动性本⾝构成了理论可信度的⼀部分。
4.3	⽅法局限的诚实声明
本研究在⽅法论上有两个显著局限需要预先承认。第⼀，作为⼀个理论构建⽽⾮理论检验的研究，它不提供⽀持该理论的经验数据（第六部分给出的是如何检验
的路线图，⽽⾮检验本⾝）。因此，本⽂的所有判断在现阶段是概念分析性质的。第⼆，跨学科案例的解读依赖于对⾮本专业领域⼆⼿⽂献的征引，这可能引⼊
我作为⾮该领域专家在解读上的偏误。我已尽⼒引⽤各领域的核⼼⽂献，并在分析中显式标明我的解读可能会受到的合理质疑。这本⾝也是为后续更严谨的经验
检验留下明确路径。

5	分析与讨论
本章是全⽂的分析⼼脏。我将核⼼判断——⽪尔斯的遗产是⼀个操作性收编装置——完整地展开。⾸先在⽪尔斯案例中进⾏深层解剖，揭⽰三个机制的精确作⽤
⽅式。然后⽤五个跨学科案例展⽰收编结构的普遍存在。最后，在综合讨论中与既有理论对话，明确指出操作性收编对思想史研究、组织理论和认知科学可能产
⽣的理论位移。
5.1	⽪尔斯案例的深层解剖：接收系统的三重瘫痪
让我们跟随⼀个典型的⾼⽔平⽪尔斯继承者的学术轨迹，来观察操作性收编三机制如何在实践中耦合运作。
第⼀步：接触与陷⼊。	 ⼀个受过良好训练的哲学学者（为便讨论，称其为学者X）第⼀次认真接触⽪尔斯的⼿稿（或⾼质量影印本）。X拥有成熟的学术⼯具：
他理解康德和⿊格尔的德国观念论传统，熟悉分析哲学的基本概念⼯具，并有⾃⼰正在独⽴推进的研究⽅向（例如，关于科学推理中溯因推理的逻辑地位问
题）。他最初被⽪尔斯吸引，是因为发现⽪尔斯在1900年左右关于溯因推理的⼀系列⼿稿触及了他⾃⼰研究中的某个核⼼困境。
第⼆步：发现⼯具不匹配。	当X试图引⽤⽪尔斯的观点来⽀持⾃⼰的论证时，他遇到第⼀个障碍。⽪尔斯关于溯因的论述散布在数⼗份⼿稿中，每⼀份都有不同
的表述、不同的术语选择、不同的侧重点，甚⾄似乎彼此⽭盾。X意识到，他⽆法像引⽤罗素或蒯因那样，从《⽪尔斯全集》的主题分类卷中找到⼀个稳定的段
落作为依据。如果他想要在学界可接受的⽔平上使⽤⽪尔斯的材料，他必须先⾃⼰弄清“⽪尔斯在这个问题上到底说了什么”。
第三步：⼯具改装（单位后发性）。	 这迫使X进⼊编纂者的⻆⾊——尽管他不是编纂学专家。他必须⾃⼰追踪同⼀论述在不同⼿稿中的出现，⽐较涂改前后的版
本差异，并做出⼀个决定：以哪个版本为准？X发现，标准版的《⽪尔斯全集》在这个问题上的主题编排实际上掩盖了⽪尔斯思想的重要演变。因此，他决定不
使⽤现成版本，⽽是回到原始⼿稿，建⽴⾃⼰的⽂本谱系。
在这个时刻，单位后发性机制被激活。X定义了⾃⼰的⼀套分析单位：例如，他将“1901年⼿稿第14⻚的第三层修改”确定为本议题的关键⽂本载体。这个单位
在X的⼯作之前并不存在于学术世界中。是X的编纂劳动第⼀次将它物质化。⽽且，X所做的⼯作在任何现有的⽪尔斯编纂标准中都没有现成的规程——他被迫⾃
⼰发明⼀套切分与⽐较的规则。他的学术⼯具被改装了。
第四步：定义域缩减（执⾏即缩减）。	凭借这套⾃制的⽂本基础，X写出了⼀篇受到学界⾼度评价的论⽂，论证了“⽪尔斯事实上持有⼀种⽐通常理解更为动态
的溯因推理模型”。这篇论⽂在技术上⼗分出⾊。但从这⼀刻开始，⼀个微妙的进程被启动了。X在⾃⼰的⼯作中建⽴了⼀个先例：在不需要真正解决⽪尔斯⼿
稿中那⽆限反⾝的修改链条终极含义的情况下，成功提取出了⼀个“可⽤的⽪尔斯”。
这是定义域的⼀次缩减。X的论⽂成为其他学者引⽤这个“新版⽪尔斯溯源理论”的标准来源。后来的学者进⼊时，不再需要⾯对X曾⾯对的那⼏⼗份混乱⼿
稿；他们⾯对的是⼀个已经被X清理过的、带有X⾃⼰切分痕迹的⽂本序列。⽪尔斯遗留的那个需要全局处理的不确定性格，在成功的学术操作中被转化为⼀个
局部可处理的问题。但转化的代价是：所有基于X的版本进⾏的研究，现在都运⾏在⼀个已被X缩减过的定义域上，⽽不再直接接触原初那种让X被迫改装⾃⼰⼯
具的物质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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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向衰减与⾮传递性。	 在完成这篇突破性论⽂后的数年间，X继续推进⾃⼰的独⽴研究——关于溯因推理的形式化问题。但他逐渐发现，⾃⼰的研究感
觉变了。以前，他对溯因的形式化研究有⼀个来⾃⽪尔斯的强⼤担保：“这个问题在哲学上⽆⽐重要”。但在深⼊⽪尔斯⼿稿世界并被其收编之后，他知道得太
多：他知道⽪尔斯⾃⼰关于溯因的冲突论述远远超出任何形式化模型能捕捉的范围。⽪尔斯的权威曾经是他研究的担保来源，现在却成为⼀个不可能达到的标准
横亘在他⾯前。他⽆法回到最初那种只把⽪尔斯作为遥远的灵感来源的单纯状态；他也⽆法真正“像⽪尔斯⼀样思考”，因为那将意味着放弃所有已完成的形式
化⼯作。
这就是操作性收编在个⼈认知层⾯的实现。X在技术上成为了⼀个更好的⽪尔斯学者（他发表了被⼴泛引⽤的⽪尔斯论⽂），并完善了他⾃⼰的学术⼯具（他建
⽴了⼀套⽂本处理程序）。但这些成功完全⽆法为他指出下⼀步该往哪⾥⾛。他拥有的⼯具更精良了，但他⽤以判断⼯具该被⽤于何种⽬的的⽅向感变得更模糊
了。
当我们从X的个⼈层⾯上升到学术共同体的宏观层⾯时，同样的动⼒学会以分布式的形式重现。编纂学历程（从Hartshorne到Pietarinen）、解释传统（从
Royce到Apel），都在集体层⾯重复着“⼯具不断精良化、⽅向不断衰减”的同⼀个循环。每⼀次重⼤的⽪尔斯研究推进，都在技术上使这个领域更为成熟，
同时也使“我们做这些最终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变得更难以回答。操作性收编不是某⼀个⼈的失败，⽽是接收这种特殊智识遗产时的⼀种结构性困境。
5.2	跨学科同构分析：当⼯具改装成为核⼼能⼒的蚀空机制
为了展⽰操作性收编不是⽪尔斯案例的单⼀偶发事件，本节将之与五个背景迥异的案例进⾏结构同构分析。
案例⼀：晚清⾃强运动（约1861-1895）
清朝统治精英在第⼆次鸦⽚战争后发起⾃强运动，⼝号是“师夷⻓技以制夷”。从操作性收编的⻆度看，这是⼀个⽂明系统试图接收⼀种与其现有操作系统（以
科举制和儒学道统为核⼼）不相容的外部对象（西⽅⼯业技术）。
单位的后发性：最初的改⾰者认为可以将“夷之⻓技”定义为⼀个独⽴的、可被剥离的技术单元——引进⼯⼚、坚船利炮，⽽不触动道统。但这个单元的定义很
快被证明是虚假的。兵⼯⼚的运作需要新式的⼯程教育，新式教育培养了⽆法被传统科举吸收的读书⼈，这些⼈后来成为制度反思的载体（Elman,	 2000）。最
初被操作化定义的“纯粹技术”单位，在实施过程中不可控地向外溢出，暴露出它原本就嵌在整套不同于儒学道统的组织⽅式和知识结构之中。
执⾏即缩减：⾃强运动的每⼀次执⾏——建⼀个兵⼯⼚、设⼀所译书局——都在儒家道统对“何为好的治理”的定义域上做出了⼀个局部的、但不可逆的缩减。
每建⼀个新式学堂，传统科举制的解释范围就被缩⼩⼀圈。这不是改⾰者有意为之——恰恰相反，他们是道统的捍卫者。但执⾏西式技术的操作本⾝，就在实践
层⾯建⽴了“技术事务可以独⽴于道统逻辑来运⾏”的先例。
⾮传递性：到1895年甲午战败时，这种收编的结构性后果完全暴露。三⼗年的⾃强运动建⽴了亚洲最强的海军（⼯程成功），却没有为帝国提供任何新的、能被
精英共识接受的⽂明⽅向（逻辑失败）。1898年的戊戌变法试图补上“⽅向”⼀课，但变法者提出的恰恰是从这些⼯程技术中⽣⻓出来的那套新⽅向——君主⽴
宪、制度现代化——这套新⽅向对整个道统的破坏性，⽐军事失败本⾝更⼤。
案例⼆：罗⻢法继受（约11-15世纪）
中世纪德意志地区的本⼟⽇耳曼习惯法在11世纪后开始系统“继受”⾼度成⽂的罗⻢法（尤其是《学说汇纂》）。这同样是⼀个操作性收编过程（Stein,
1999）。
单位的后发性：习惯法是⼀套基于具体案例和地⽅共识的⼝头传统；它没有“成⽂条款”或“法律原则”作为先定的分析单位。为了接收罗⻢法，必须⾸先发明
能在本⾝材上操作的基本单位——法律概念、请求权、抗辩等。这些单位不是⽇耳曼法⾃⼰内部⽣⻓的，⽽是被罗⻢法的继受“带进来”并在移植过程中被本⼟
操作化的。
执⾏即缩减：每⼀次对罗⻢法概念的采纳——⽐如⽤“所有权”来整理各种不成形的地⽅占有习俗——都是对本习惯法中那种基于具体关系进⾏决疑裁决的能⼒
的⼀次削弱。⼀个掌握了罗⻢法精妙概念的法学精英阶层出现，取代了传统的、扎根于特定社区的地⽅裁断者。法律体系变得更精良，也更僵化。
⾮传递性：德国⺠法典（1900）是这⼀收编过程的最终产物——⼀个极度精良的成⽂法体系。但它再也不可能恢复习惯法中原有的那种有机演化与基于情境的决
疑能⼒。⽽且，那种在罗⻢法继受前尚存的本⼟法律演化的⽅向感——“我们⽤⾃⼰的习惯来应对新事物”——已被继受⾏为本⾝永久性地替代为另⼀套⽅向：
“我们如何使⾃⼰的实践与体系化的成⽂法⼀致”。⼯程精良化完全⽆法为恢复那种已丧失的独⽴演化⽅向提供任何资源。
案例三：Google	X的“登⽉⼯⼚”困境
Google在2010年成⽴Google	 X实验室（现简称为X），⽬标是通过激进创新（“登⽉项⽬”）为⺟公司创造第⼆增⻓曲线。然⽽，在⼗余年的运作后，它表现
出鲜明的操作性收编症候（Taneja,	2023）。
单位的后发性：Google	X刻意将⾃⼰定位为⼀个“与⺟体隔离”的独⽴单元。“登⽉项⽬”被定义为⼀个特殊的操作单位：它具有独⽴预算、独⽴KPI、不受⺟
体季度利润约束。但这个单位的定义——什么是“⾜够激进的创新”？——从⼀开始就是⺟体（⼀家⼴告公司）根据⾃⼰的理解设定的，并被迫随着每次季度汇
报⽽与⺟体的语⾔对⻬。
执⾏即缩减：每当⼀个Google	 X项⽬被展⽰给⺟公司⾼层以争取后续资⾦时，该项⽬就必须⽤⺟体听得懂的语⾔——潜在市场⼤⼩、⽤⼾增⻓模型——来证明⾃
⾝价值。这种“汇报”的执⾏⾏为，本⾝就让项⽬远离了“探索完全不存在的市场”这⼀最初使命。每次汇报都是⼀次对原创设想的操作层⾯的裁剪。久⽽久
之，Google	X探索真正“未知”的能⼒，被对“可汇报性”的驯化所侵蚀。
⾮传递性：Google	X在⼯程上取得了⼀系列真实成就（Waymo⾃动驾驶、Wing⽆⼈机递送），但这些没有⼀个演变为⾕歌的第⼆增⻓曲线。⺟公司Alphabet
的⼴告业务占⽐⾄今仍压倒性地⾼。⼯程成功被完全限制在X的内部，⽆法改变⺟体的经营⽅向感。⺟体也未因X的技术成功⽽获得新的战略视野；它只是变得
更擅⻓消化这些“登⽉项⽬”并将其纳⼊既有的汇报框架。
案例四：免疫系统的⾃⾝耐受与肿瘤免疫逃逸
从⽣物学⻆度看，免疫系统建⽴“⾃⾝耐受”（识别并接纳⾃⾝抗原，避免⾃我攻击）的过程，是操作性收编在分⼦/细胞层⾯运作的清晰实例（Pardoll,
2012）。 5



单位的后发性：胸腺中未成熟的T细胞经历了严格的正负选择，只有那些“能识别⾃⾝MHC分⼦”且“对⾃⾝抗原有低亲和⼒”的T细胞才能存活。这个过程并
⾮只是“筛选”；它实质上是对免疫受体库进⾏了⼀种“编辑”——定义了什么是⼀个“可接受的⾃我识别单元”。
执⾏即缩减：⾃⾝耐受的建⽴，使免疫系统成功地避免了⾃⾝免疫性疾病。但这个使系统成功运作的同⼀个过程，也永久性地在系统的识别库中划出了⼀⽚“禁
区”。⼀旦某些肿瘤抗原在结构和亲和⼒上恰好落在被定义为“⾃⾝”的区域内，免疫系统就⽆法对其发起有效攻击，因为攻击指令会激活当初建⽴耐受时所设
定的凋亡或⽆能信号。
⾮传递性：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anti-PD-1/CTLA-4抗体）在临床上取得的巨⼤成功，完美展⽰了“⼯程可续”。这些药物可以在操作层⾯解除⼀部分耐受信
号的抑制，让T细胞重新攻击肿瘤。但这种“释放”是不可控的——它很可能同时释放了针对正常组织的⾃⾝反应性T细胞，导致严重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程
上的⼲预（释放刹⻋）⽆法像原有的、在发育中经过精细编辑的耐受系统那样，只精准地针对肿瘤抗原进⾏反应。它恢复了攻击⼒，却⽆法恢复判断“该攻击
谁”的精确⽅向感。
案例五：第⼆语⾔的⾳位⽯化与元语⾔感知能⼒
成年学习者在学习第⼆语⾔时，经常出现发⾳上的“⽯化现象”（fossilization）：即使经过多年练习，某些⺟语中不存在的⾳位对⽐始终⽆法被准确感知和产
出（Flege,	1995）。这亦是操作性收编的结构。
单位的后发性：学习者最初接触外语声⾳时，必须⽤⺟语⾳位系统来“切分”声⾳流。什么是外语中“⼀个需要被单独注意的⾳位单位”？这个单位并不对⺟语
使⽤者的知觉系统先在地存在。学习者透过⺟语⾳位范畴这个⼯具去“定义”它。
执⾏即缩减：每⼀次成功⽤⺟语⾔位去近似外语发⾳的⾏为——这恰恰是沟通得以进⾏的必要条件——都是在感知系统上的⼀次不可逆近似。它将外语语⾳线索
永久性地收编进⺟语⾳位范畴，从⽽阻断了重建原⽣⾳位感知通道的可能。
⾮传递性：⾼强度的语⾳训练可以在操作层⾯提⾼学习者在特定实验室条件下的发⾳准确性（⼯程成功）。但研究⼀致表明，这种训练很难嵌⼊⾃然交流中的在
线感知与产出，更⽆法改变学习者对⾃⾝语⾳错误的元语⾔意识结构（逻辑失败）。他们可以说得更准，却不知道怎样才能⾃然地感知得更准。训练精良化了执
⾏，却重建不了那种在⺟语习得关键期后被永久关闭的⾳位感知的元⽅向——那种“⾃动捕捉并更新有意义的、环境中的声⾳线索”的能⼒。
这五个案例，学科跨度从历史到⽣物学，时间尺度从⼏⼗年到数百年，运作基质从国家到细胞。它们被⼀条共同的结构逻辑贯穿：⼀种为接收外部对象⽽发⽣的
⼯具改装，在成功实现该接收的同时，不可逆地蚀空了系统⾃⾝的核⼼感知/判断/导航能⼒，并且后续对该⼯具的优化⽆法修复这⼀蚀空。⽪尔斯的继承者、⾃
强运动的官员、中世纪的法学家、Google	 X的⼯程师、成年⼆语学习者，在各⾃的舞台上演绎着同⼀出收编悲剧的结构性变奏。这强烈表明，操作性收编可能
是⼀个跨系统、跨层次运作的普遍性机制，⽽⾮某个特定案例的孤⽴描写。
5.3	综合讨论：理论贡献与对话
现在，我将明确操作性收编框架在理论上与既有学术对话中的位置。本⽂在三个领域中做出了贡献。
第⼀，对思想史与哲学编纂学的贡献：本⽂将⼀个被⻓期视为“⽪尔斯问题”的具体困境——为什么接收⽪尔斯会削弱接收者——从个案的偶然特征提升为⼀个
可被独⽴分析并检验的普遍机制。它不再将责任归咎于⽪尔斯的⼈格（Brent,	 1993）、某个编纂项⽬的错误选择（Ransdell,	 2000）或接收者不够聪明。它提
供了⼀个结构化解释：是接收这种特殊类型的智识遗产这⼀⾏为的内部构造，导致了接收系统的⾃我削弱。这使得对历史上其他类似困境（如尼采遗稿的编辑
史、维特根斯坦从⼿稿到《哲学研究》的⽂本转变史）的研究，获得了⼀个新的分析⼯具箱。
第⼆，对组织理论与创新研究的贡献：Christensen（1997）的“创新者窘境”揭⽰了成熟企业为何在破坏性创新⾯前失败——因为它们的现有客⼾和价值⽹络
锁定了资源分配。本⽂补充了⼀个不同的、更为内在的机制：即使企业主动划出隔离区（如Google	 X），当它试图将外部激进创新的成果“收编”回⺟体时，
收编⾏为本⾝——需要将其翻译为⺟体语⾔的⾏为——就会在操作层⾯不断稀释该创新原有的导向潜⼒。这与Christensen的逻辑不同：Christensen的困境源
于资源分配的外部约束；操作性收编源于接收⾏为内部的结构性损耗。
第三，对认知科学与学习理论的贡献：第⼆语⾔习得中的⽯化现象，通常被描述为⼀个“临界期”后的能⼒丧失问题（Lenneberg,	 1967）。本⽂的框架则提出
了⼀个更强的主张：⽯化不仅是能⼒的缺失，更是由成功的学习操作（⽤⺟语⾳位近似外语发⾳以达成沟通）本⾝所推动的不可逆过程。每⼀次成功的“接收”
都是⼀次感知通道的收编性重写。这将学习理论的焦点从“如何突破临界期”的静态条件，转向了“如何设计能够对抗⾃⾝收编效应的学习操作”这⼀动态⼯程
问题。

6	可证伪性：操作性收编的检验设计
⼀个理论的学术分量，最终取决于它能否把⾃⼰暴露在可被独⽴证据推翻的⻛险之下。本节给出操作性收编理论的⼀个严格检验设计。该设计旨在排除最有可能
的竞争解释——“接收者本⾝能⼒不⾜”。如果操作性收编不能在控制该变量后仍然显⽰出其特有的效应，则本理论应被放弃。
6.1	竞争解释：能⼒不⾜假设
针对操作性收编理论所描述的现象——接收者在深⼊接收⽪尔斯的遗产后，其独⽴提出新理论⽅向的能⼒衰减——最强、最朴素的竞争解释是：这不是“接收”
这个动作本⾝造成的结构性问题，⽽是因为这些接收者本来就缺乏⾜够强的理论创新能⼒。	 那些表现出被⽪尔斯“瘫痪”的学者，如果去研究康德或⿊格尔，
同样会表现出平庸的⽅向感；他们只是碰巧撞上了⽪尔斯这⼀⾼难度领域，其失败暴露了他们原本就存在的智⼒天花板，⽽⾮什么“接收性瘫痪”。
这⼀竞争解释在学术界更为通⾏，因为它符合我们对认知活动的直觉性理解：学习⾼难度的东西很难，失败是常有的事；失败的原因通常是学习者的能⼒问题，
⽽不是学习这个动作本⾝有结构性的副作⽤。
如果这个竞争解释是真的，那么操作性收编就不是⼀个新机制，⽽只是对“⾼难度任务筛选出了低能⼒执⾏者”这⼀常识的过度理论化包装。因此，任何试图证
明操作性收编真实存在的检验，都必须设计为控制接收者初始能⼒的条件下，仍然能观察到接收深度与元⽅向衰减之间的特定关系。
6.2	检验设计：控制能⼒变量的剂量-反应研究
研究设计：招募100名在哲学学术产出上具有同等⾼⽔平（例如，都已在顶级期刊独⽴发表过⾄少⼀篇与⽪尔斯⽆关的论⽂）的早期职业哲学家。随机分成两6



组，每组50⼈，两组在统计意义上匹配年龄、教育背景、理论基础和独⽴发表前的学术影响⼒。
实验组（深⼊⽪尔斯组）：接受为期两年的⽪尔斯⼿稿深度研究项⽬，要求基于原始⼿稿（影印件或⾼精度扫描件）⽽⾮现成的《⽪尔斯全集》版本进⾏⼯作，
产出⾄少两篇以⽪尔斯为核⼼的学术论⽂。这将迫使他们进⼊⼯具改装的过程。
对照组（等量认知负荷组）：接受为期两年的同等认知负荷和学术产出要求的研究任务，但对象不是⽪尔斯⼿稿，⽽是另⼀批同样艰深但⽂本形态正常的哲学著
作（例如，弗雷格、早期胡塞尔或蒯因的核⼼原著，其⼿稿版本清晰或有权威定本，不需要受试者⾃⼰从物质层⾯建构⽂本单位）。任务是产出等量的以该哲学
家为核⼼的学术论⽂。
关键变量的操作化：
⾃变量：为适配⽪尔斯⼿稿⽽进⾏的⼯具改装程度。这通过独⽴评审团对实验组每位受试者在研究计划中⾃创的编纂与⽂本分析⽅法的新规则密度进⾏评分来测
量。密度越⾼，说明受试者为接收⽪尔斯⽽改装⾃⼰学术⼯具的程度越深。对照组因其研究对象⽂本形态正常，其⼯具改装程度预期为接近于零，作为基线。
因变量：独⽴于所研究哲学家的元理论⽅向能⼒衰减幅度。这在实验前后进⾏测量。测量⼯具为：要求所有受试者提交⼀份3000字的“独⽴研究提案”，该提
案必须提出⼀个完全不涉及他们所研究的那个哲学家的、全新的哲学研究⽅向。由不知晓受试者分组情况的独⽴哲学专家委员会，对提案的“原创性”“理论前
景的清晰度”和“作者对该问题未来研究路径的确定感”进⾏综合评分。实验前后的评分差值为因变量。
控制变量：通过前测确保两组受试者在“独⽴于任何具体哲学家的理论创新能⼒”上的基线⽔平⽆显著差异。这直接回应了“能⼒不⾜假设”——接收者不是初
始能⼒差，⽽是初始能⼒被两组随机分配所控制。
检验假设与证伪条件：
本理论预测：在实验组内部，⼯具改装程度与元⽅向能⼒衰减幅度之间存在显著的剂量-反应关系——即，为适配⽪尔斯⽽越深地改装⾃⼰学术⼯具的受试者，其
独⽴研究提案的评分衰减就越⼤。同时，实验组整体的元⽅向能⼒衰减幅度应显著⼤于对照组。
如果出现以下结果，则操作性收编理论应被判定为伪（失效）：
在控制了初始理论创新能⼒的条件下，实验组与对照组在上述因变量指标上⽆显著差异；或者在实验组内部，⼯具改装程度（⾃变量）与元⽅向能⼒衰减幅度
（因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如果被证伪，我们将学到什么？
我们将认识到，本⽂所描述的现象——深⼊⽪尔斯遗产带来的⽅向感迷失——确实可以被完全还原为“⾼难度对象对认知资源的消耗”或“接收者初始能⼒不
⾜”。这意味着，不存在⼀种叫做“操作性收编”的、由接收⾏为的内在结构带来的独特副作⽤。应对策略将随之完全转向：在选拔⽪尔斯研究者时，应优先选
择初始理论创新能⼒最强的⼈，并确保他们有充⾜的认知负荷余量。结构性警惕不再必要。
反之，如果预测中的剂量-反应关系被经验证实，那么，即使这⼀检验本⾝不能提供机制层⾯的终极证明，它也⾜以使操作性收编成为⼀个必须被认真对待的、
超出常识解释范围的严肃理论假设，并启动后续对“收编程度如何被提前侦测并⼲预”的⼯程学研究。

7	结论
7.1	核⼼发现
本⽂的核⼼发现可被凝缩为⼀个双重命题。第⼀，思想史中存在⼀类特别的智识遗产——⽪尔斯未完成的⼿稿是其最极端的代表——其接收过程不是中性的获
取，⽽是⼀种结构性付出的操作。继承者为了处理这种遗产的物质和概念形态，被迫改装⾃⼰的学术⼯具；这⼀改装在使其成功“看⻅”并操作化此遗产的同
时，不可逆地削弱了其在元理论层⾯独⽴提出新探究⽅向的能⼒。本⽂称之为“操作性收编”。
第⼆，操作性收编不是⽪尔斯案例的孤⽴事件。它在晚清⾃强运动对西⽅技术的吸纳、中世纪⽇耳曼法对罗⻢法的继受、Google	 X对⺟体的创新反哺失败、免
疫系统对⾃⾝抗原的耐受以及成年学习者对第⼆语⾔⾳位的⽯化现象中，以结构同构的⽅式反复出现。这表明它可能是⼀种跨系统、跨层级运作的普遍性机制。
7.2	理论贡献
本⽂主要有三个理论贡献。其⼀，它精确命名并理论化了⼀个⻓期被感受到但未被正⾯分析的困境——接收某些遗产会使接收者⾃⼰的思想⽅向感变得模糊。过
去，这被归因于个⼈能⼒、制度环境或偶然，现在它被揭⽰为接收⾏为本⾝的⼀种内在结构效应。其⼆，它为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个新的分析坐标系：可以将编
纂⼯具被迫改装的程度、元⽅向衰减的幅度以及⼯程成功与逻辑失败的⾮传递性，作为分析任何思想传统继承与演变过程的结构性维度。其三，它通过对跨学科
同构案例的分析，将“操作性收编”从哲学思辨推向了可被实证检验的理论假设，并给出了具体的检验设计。
7.3	实践与政策含义
如果操作性收编是真实的，那么它在三个层次上有重要的实践含义。
在个⼈学术实践层⾯：这意味着，对于试图深⼊⽪尔斯（或类似智识遗产）的研究者来说，“如何保持⾃⼰独⽴的问题意识”应成为⼀个需要被主动监控和设计
的对象，⽽⾮⼀个可以被想当然认为会⾃动持续的东西。研究者应在进⼊深度收编的同时，保留⼀个与收编对象⽆关的、持续运作的独⽴研究线，作为元⽅向判
断的“对照基准”。
在组织/项⽬管理层⾯：对于像Google	 X、⼤型学术编纂项⽬或跨⽂化技术引进这样的⼤型项⽬，应建⽴“⽅向衰减监测”机制。这意味着，项⽬不仅需要技术
KPI（如“完成了多少卷的编辑”“开发出了多少专利原型”），还需要⼀个定期进⾏的独⽴评估，询问⼀个简单的元问题：“我们做这些的最终⽬标是否变得
更清晰了？我们是否丧失了在项⽬启动前所拥有的某些关于⽅向的确定性？”如果答案是“技术指标提升，⽅向清晰度下降”，这应当是触发结构性⼲预的信
号，⽽⾮要被更努⼒的技术⼯作所掩盖的焦虑。
在⽂化/⽂明交流层⾯：跨⽂化技术引进的历史中充满了“⾃强运动”式的收编悲剧。操作性收编框架提供了⼀个预防性诊断⼯具：在引进外来技术或制度时，
不仅要评估其技术兼容性，更要评估它对本⼟系统提出⾃⾝发展⽅向的能⼒可能造成的结构性损伤。这不是主张封闭；这是主张在开放接收的同时，对接收本⾝7



的代价保持清醒的、结构性的监测。
7.4	研究局限
本研究有三个明确的局限。第⼀，作为理论构建型论⽂，本⽂的论证基础是概念分析和跨案例的结构同构论证，所提供的经验检验设计尚未被执⾏，因此本理论
⽬前处于“⾼度可检验的假设”阶段，⽽⾮“已被证实的理论”。第⼆，跨学科案例的深度解读部分地依赖我对⾮本领域⽂献的⼆级征引，存在误读的⻛险，尤
其是晚清史和罗⻢法史部分，历史的复杂性很可能⽆法完全被我所抽取的结构⻣架所覆盖。第三，可证伪检验设计中，对“元理论⽅向能⼒”的测量（通过独⽴
研究提案评分）是⼀个有争议的代理变量——它可能反映的是写作能⼒的损耗⽽⾮真正⽅向感的衰减，这需要更多的⼼理测量学验证。
7.5	未来研究⽅向
基于本⽂提出的理论框架与研究局限，我推出以下五个可⽣⻓的研究⽅向。
⽅向⼀：操作性收编的历史⽐较研究。	 系统性地⽐较三个以上不同⽂化、不同时代的重⼤“思想遗产接收失败”案例（除⽪尔斯外，还包括尼采遗稿编辑史、
中⽂佛经翻译对本⼟哲学的影响、苏联体制对西⽅经济学的选择性收编），通过过程追踪⽅法（process-tracing），检验操作性收编三机制在这些迥异的历史
情境中是否以相同的顺序和耦合⽅式出现。
⽅向⼆：操作性收编的认知实验检验。	 采⽤⼼理学实验范式，直接实施第六节所设计的控制实验。这将使操作性收编成为可被实验室直接观测的对象。实验中
可增加过程测量指标，如受试者在实验前后完成与⽪尔斯⽆关的顿悟问题（insight	 problem）解决任务的表现变化，以更精细地捕捉“深度专业性收编对⾮相
关领域创造性问题解决能⼒的迁移性影响”。
⽅向三：抗收编策略的设计与⼲预研究。	 如果收编性损耗是可被操纵的，那么⼀个关键的设计问题是：存在什么样的接收协议，可以在保持对⽪尔斯遗产的深
度接收的同时，最⼩化其元⽅向衰减效应？例如，是否可以设计⼀种“交替深度⼯作法”——在⽪尔斯研究与其他完全不相关的研究任务之间强制切换——并通
过随机对照实验来检验其对抗收编性⽅向衰减的效果？
⽅向四：操作性收编的计算建模。	 将操作性收编三机制形式化，构建⼀个基于主体的模型（agent-based	 model）。模型中，每个学术研究者主体具有“分析
⼯具”“概念定义域”和“元⽅向判断⼒”等属性。模拟⼤量主体在不同参数下接收不同类型的智识遗产，观察在哪些条件下系统整体会出现⽅向感崩溃。这可
以为理论提供动态的、可视化的推论，并探索单个思想家研究中⽆法观察到的涌现性群体动⼒学。
⽅向五：⽪尔斯研究内部的检验性转向。	将操作性收编转化为⽪尔斯研究本⾝的⼀个研究⼯具。对Hartshorne、Weiss、Fisch、Kloesel、Pietarinen等关键
编纂者的学术⽣涯进⾏回溯性分析，追踪他们在深度介⼊⽪尔斯⼿稿前后，其独⽴于⽪尔斯之外的学术产出在原创性和⽅向性上的变化轨迹。这将把对他们⼯作
的描述，从“他们为⽪尔斯研究做了什么”，转向“⽪尔斯研究对他们做了什么”。
随着这些⽅向被逐⼀推进，操作性收编可能从⼀个敏锐的、关于⽪尔斯和实⽤主义未来的理论判断，成⻓为⼀套能够被经验检验、被实验操纵、被计算建模的通
⽤理论路径，⽤以理解所有认知系统在⾯对极具吸引⼒但形态与⾃⾝不兼容的智识对象时，所经历的那种深层的、结构性的接收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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